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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十年来，非政府组织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在促成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构想的提出，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起草、谈判，到《规约》的通过与生效，以“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政府组织联盟” （简称“国际刑事法院联盟”）为核心的非政府组织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中，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发挥信息提供者、法庭之友、法院与受害人和证人之间桥梁、监督人等作用。国际刑事法院已正式认可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和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堪称国际市民社会参与国际关系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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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涵义及其发展状况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的称呼极其多样，有“民间社团”、“非盈利部门”、“独立部门”、“志愿部门”、“第三域”或者“第三部门”等等。非政府组织与西方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政治理论框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非政府组织是由私人建立的、独立于国家、受法律规范、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成员的私人目的、具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和组织结构的组织。[1]（P112）非政府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代表，在一些情况下对于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发挥着监督和制衡的作用。较为权威的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是指非由一国政府或政府间协议建立，能够以其活动在国际事务中产生作用，其成员享有独立投票权的民间组织。[2]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产生于19世纪前期，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低潮之后，非政府组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现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已经遍及世界上各层次的公共生活。根据国际协会联盟统计的数字，1909年全球各类非政府国际组织仅有176个，2000年猛增到45647个。非政府组织的目标、规模、行动方式各异，大的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等成员众多，分支林立，预算庞大；小的非政府组织就只有两名专家、一台电脑。但是，英特网为它们的工作和活动提供了巨大便利。

非政府组织因为具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在国际社会享有“专业化”的声誉，并且能够提供详实的令人信服的信息，能够充分利用当地民众的力量，激发民众在发表观点上的积极性，能以非正式的手段在特定问题上给国内和国际社会施加影响。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71条赋予非政府组织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咨商地位，非政府组织由此得以正式参与联合国的活动。[①]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倍受争议，但现实情况是，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大量增加，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国际法的发展；它们以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不但推动和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而且推动和监督国际法的施行。

在过去十年中，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取得的最大成功在于积极地推动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非政府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复倡导应当改变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者逍遥法外的现象。1998年7月，罗马外交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通常简称“规约”），2002年7月1日，《规约》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了。该法院有权调查和起诉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从一百多年前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思想的提出到《规约》的生效，各种非政府组织，尤其是1995年以后以国际刑事法院联盟为核心的非政府组织与其他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携手并肩，为法院的建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中的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关于创建国际刑事法院的构想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填补了当前国际法律体系中的重大空白，是国际刑法尤其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性突破，其意义甚至被认为不亚于联合国的成立。它对于结束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犯罪分子个人逍遥法外的状况，威慑潜在的、甚至身居高位者的严重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3]也有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二十一世纪建立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作为一个根据由缔约国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与作为大国政治体现的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体系机构不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由《规约》缔约国组成的国际社会机构，[②]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世界的公民，和由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全球市民社会的合作。[4]（P435，437）值得指出的是，《规约》的主要缔约国目前以中小国家为主。

从历史的角度看，非政府组织即与国际刑事法院有着不解之缘。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72年，著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该会主席的古斯塔夫&#8226;莫伊尼尔(Gustav Monnier) 就正式提出了建立国际常设刑事法院的建议。对于普法战争中的暴行，莫伊尼尔认为：“单纯的道德谴责不足以平息众怒”，[5]（P435）因此他在1872年1月3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建议以条约形式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以惩处违反1864年《日内瓦公约》，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他因此是近代第一个倡导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人。[6]（P2）莫伊尼尔提出的条约草案一共包括十个精练的条款，极具远见卓识。[③]
（二）非政府组织与1994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1919年缔结的《凡尔赛和约》即有建立特设刑事法庭的规定，但该法庭并未建立。一些学术团体和学者是最早进行有关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研究的。其中，国际法协会从1922年开始讨论，数年以后起草了一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但它与各国议会联盟同样，建议在常设国际法院中设立刑事审判机构。1928年国际刑法学会通过的规约草案也持同样的观点。[7]（P24-25）经过国际法协会和国际刑法学会等法律团体的不懈努力，1937年11月16日，国联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日内瓦公约》，该公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应对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个人具有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该国际刑事法院也未能建立起来。[④]
自1919年到1994年间，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社会先后诞生了5个国际特设调查委员会、4个国际特设军事或刑事法庭和3个国际授权的国家起诉机构。[8]（P57）这些机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庭，不仅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起草提供了法律先例，而且为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了运作的模式。

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构想因国际政治局势的限制未能在国际联盟时代实现，联合国成立后立即接过了接力棒。在1948到1953年期间，联合国就筹建国际刑事法院和起草法院规约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直到1974年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侵略罪定义之前，筹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处于搁浅状态。但其间，民间学术团体和国际法学家们仍在对国际刑事法院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国际法协会于1980年和1984年起草和修改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国际刑法学会前主席巴西奥尼先生1980年出版了《国际刑法典》草案；之后，巴西奥尼为首的国际刑法学会经过广泛研究和论证，于1987年出版了《国际刑法典及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草案》，这些工作都促进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9]（P39）

冷战结束以后，1989年起，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才又重新开始。其间，包括刑法学高等研究国际学院、美国律师协会等学术团体继续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各种努力。联合国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在此阶段有了较快的进展。1994年，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并经过多次修改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完成了最后一稿。[10]（P61-63）

（三）国际刑事法院联盟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准备

由于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1994年《规约草案》还不成熟，联合国大会1995年12月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制定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综合案文，以提交给即将召开的罗马全权外交大会讨论通过。预备委员会根据联大的决议，邀请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组织参加《规约》的谈判起草工作，[11]（P15）非政府组织从而较为全面地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制定和谈判。 

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刑事法院谈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协调一致性。6个重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于1995年2月在纽约成立了“非政府组织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联盟（CICC）”（以下简称“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对于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在谈判中的相互合作、力量分配等起到不同寻常的作用。该联盟是由一小部分负责监督联大委托国际法委员会主持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讨论的非政府组织成立的。后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加盟。到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时，已达到800多个成员，现已发展成包括超过2000个来自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的组织。[⑤]国际刑事法院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法律专家的网络，来发展其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有关的共同战略。联盟的宗旨是团结广泛的民间组织（包括有关人权、国际法、人道主义问题、和平、妇女和儿童权利、宗教及其他组织等），发挥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作用， 以为建立一个有效和公正的国际刑事法院而共同努力。联盟主要发挥其协调作用，它尊重不同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并不要求所有成员观点和行动上的一致。[12]（P243）联盟的非正式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较早参与《规约》谈判的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盟、人权观察、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人权律师委员会、环球行动议员组织、国际联邦者联盟以及通过正义维持和平等组织。[13]（P107）

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对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非政府组织不是国际法律规则的直接创立者。但是，它们运用其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所具有谘商地位以及其良好声誉等所形成的“软力量”，以压力集团等形式[14]（P111）来影响国家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行为，[15]（P243）从而间接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施行。有关非政府组织在谈判和缔结条约中的作用难以枚举，这些作用既体现在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之前，也体现在罗马外交大会的进行中。具体表现为在以下几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1、营造有利的环境。从准备《规约》草案、制作专家意见书、发表论文、传递信息、召集会议、筹集资金资助贫困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到宣传游说，提高民众意识，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创建国际刑事法院谈判的整个过程，可以说，非政府组织是《规约》最稳定和最持久的支持者。非政府组织对谈判紧密关注，并形成了维持和加强谈判的合力。尽管国家保留了决定的权力，但非政府组织营造了有利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环境。[16]（P271）

2、提供信息，参与谈判。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谈判过程中，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和其成员为联合国和各国代表提供了包括意见书和建议在内的各种信息，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实质性谈判并监督谈判程序。 

3、争取拥护者。联盟的成员通过各方努力，提升包括国家、民间团体、新闻媒体、学术机构、宗教组织等在内的谈判参加者对国际刑事法院意义的认识。并促进信息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传播。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参加到推动国际刑事法院建立的活动中来。

4、积极游说。游说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立法的传统方式。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其不能参与的非正式谈判的会议之前或之后立即与各国代表对话，或者在特定问题上努力改变或加强国家代表的立场。为了使游说更为有效，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各国代表之间建立了个人的友谊关系，以加强游说的效果。 
（四）非政府组织与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

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罗马举行的全权外交大会，除了160个国家和1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以外，有236个非政府组织也经批准派大约450位代表参加了大会。[17]（P435）成员已经发展到8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成为大会上最大的代表团。[18]（P393）在罗马大会上，非政府组织被允许参与开幕式全体会议和大会期间的正式会议，可以收到正式文件副本，被许可向会议代表提供文件资料，在特定会议的开幕和闭幕式上讲话。[19]（P243，257）在会议期间，联盟成员分成12个组，以监督外交大会上由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组成的工作组的工作，并不遗余力地继续着游说工作。[⑥] 包括直接拜访各国代表，与部长、议员、媒体接触，向弱小和贫穷的国家提供专家支持，提供会议最新进展情况等等。国际刑事法院联盟与罗马会议上的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志同道合国家”(“Like-Minded Group”)由于都主张建立强势的国际刑事法院，所以双方的合作也非常密切，联盟为后者提供建议，并加强其立场，从而与这些国家形成了“建设性互动”。[⑦]
考虑到国际谈判的复杂性，虽然在认定非政府组织的具体影响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⑧]但一些作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谈判产生的重要影响首先是促使《规约》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作用和独立性；[20]（P435）此外，它们在将性犯罪纳入《规约》，以及罗列国际刑事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有关战争犯罪的具体罪行等问题上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21]（P435，442）最终罗马外交大会以120票赞成、21票弃权、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称《罗马规约》）。

（五）非政府组织与《罗马规约》的批准与实施

《罗马规约》通过以后，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和国际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继续为法院的运作而努力。1999年，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发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批准《规约》运动，大大推进了《规约》生效的进程。到2000年底，共有139个国家签署了《规约》。在《规约》通过后不到四年的2002年4月11日，批准书的数目达到了《规约》生效所要求的60个，《规约》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到2007年2月，批准《规约》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04个。[⑨]即使到今天，包括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在内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仍在为《规约》的广泛批准和在国内的适用不懈努力着。包括协助有关国家制定实施《规约》的国内立法，继续开展游说活动，召开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以扩大人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了解等。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尤其注重将其成员按照地理的区域分组（如亚太组等）活动，以便在正式谈判之外有效地工作。

此外，非政府组织在起草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与证据规则》、《犯罪要件》、《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功地领导了《特权与豁免协议》的批准运动。非政府组织对准备法院的正式运作也做出了贡献，包括监督法官的选举，强调女性法官的代表性等。 

三、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运作中的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和运作以后，非政府组织继续积极参与。包括对于法院在具体案件[⑩]中的检察战略发表不同意见等。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时间较短，受理的案件数量不多，非政府组织在其运作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参照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的情况和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历史，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中将发挥如下重要作用：[22]（P435，444-445）

1、信息提供者。非政府组织已经向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提供了大量的报告和信息，如提供有关案件的细节、被调查的犯罪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帮助检察官更好地理解具体情势，进而决定国际刑事法院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等。

2、作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法庭之友是指对法院存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观点善意地提请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提交报告的人。法庭之友制度随着国际司法机构在最近十余年来的大量增加或者深度改革，在国际司法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3]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明确规定在审判和上诉中运用法庭之友，该《程序规则》第103条规定：“在程序进行的任何阶段，如果审判庭认为需要，可以邀请或授权国家、组织或个人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针对审判庭认为适当的问题发表评论。”该规定没有限定“组织”的性质，因此既应包括政府间组织，也应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混合成员组织，同时对个人也没有限定，因此也可以是个人、社团和其他法人。这些主体是否可以参加到法院程序中来的标准是“对案件做出正确决定的需要”。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等做出的评论既可以是法律上的，也可以是事实上的，而完全由法院来决定其可用性。[24]（P242-243）

3、法院与受害人和证人之间的桥梁。非政府组织可以协助受害人和证人向检察官办公室提供证据，告知法庭程序和进行准备工作，如告知受害人和证人将信息制作成检察官办公室容易接受的形式、帮助受害人选择有资格的可信任的律师、告知受害人法院保护他们的有限性，必要时帮助寻求保护手段等。[11] 

4、监督者。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重要原则之一是它的补充性，也就是说，该法院是用来补充国内刑事审判机制的，而不是为了取代国家法院或作为超国家的终审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只对成员国无力或不愿起诉的特定案件进行管辖。不少非政府组织长期关注着国内法律制度，并向国际社会报告其不公正性所在, 希望给有关国家施加压力来扭转这种不公正。在国际刑事法院框架下，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将为法院评价成员国处理案件的能力与意愿，进而决定是否介入案件提供帮助。

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还可以发挥其他作用，如作为证人[12]等，并提供有关的合作。

（二）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认可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中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与法院所建立的良好关系。2003年9月11日，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联盟的强有力的作用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2003年7月16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坡（Moreno Ocampo）先生第一次公开分析了自《罗马规约》生效以来，国际刑事法院收到的来文。他强调：自从2002年7月以来收到的近500个情势中，很多都来自66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尤其是检察官办公室收到了6个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势，法院将“密切关注”这6个情势中包括2个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他宣布在正式启动调查程序之前将进行初步的审查。他认为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13]的支持对国际刑事法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诉讼的参与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联盟通过了一个正式的政策：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不会直接参与到具体案件的促进过程中来，但是其成员可以直接参与案件的推动工作。该政策的本意是联盟的行动代表了全体成员，联盟只采取所有成员都赞成的行动，而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宗旨来决定其举措，前提是要坚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公正性、效率和独立性。[25]（P125-126）

四、 结论
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中，非国家实体，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国际谈判和国际会议、参与国际条约的拟定和促进其实施等工作，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渐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整体图景，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并对传统国际法理论的结构和程序提出了挑战。[26]（P243）借助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承认，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以咨询者、观察员等身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法律关系，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在不少国际司法机构中也逐渐具有了申诉人等显著的地位。[14]非政府组织不但积极参与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而且推动其实施，我们可以从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中看到其运作的进程、方式和有效性。但是，虽然非政府组织被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完全参与者，[27]（P114）但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并不确定，在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框架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作为立法者的可能性更是遥远的事情：如果我们粗略将整个国际社会设想成一个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中有行政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等，有议会机构的一部分如联合国大会，有司法机构如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等，但如果将整个框架设想为一个民主的和联邦的框架，就会发现其中还是缺少人民的权力，缺少国际市民社会的代表。[15]
而且非政府组织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其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其领导者或资助者价值取向的影响，在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其代表性和合法性也受到了一些作者的质疑。有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些作为也被有的国家指责为过于富于攻击性。[28]（P243，279）在地域上，非政府组织也多来自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如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多达2000余非政府组织中，来自亚洲的仅仅有30个左右。[16]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既增加了国际关系的民主性，也往往带来国际立法的复杂性，[29]（P243）并可能改变国际规则制定的性质和方向：国际刑事法院由多数国家设想的惩治严重犯罪的法院，到变成具有强烈人权色彩的刑事法院，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从国际刑事法院联盟的建立和它们的协调配合的行动，也可以看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强烈的联合的趋势及其显著的有效性。

当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和运行中的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仅仅是其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一个特例，非政府组织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其它领域还有环境、人权、人道主义、人口、贫穷问题和妇女等领域。在更多的领域，其作用虽然也在上升，但还是极其有限的，并不能极大改变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地位。而且，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立法和司法的参与度还是要受到国际法的主要主体――国家――的规定、限制与监督。非政府组织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立法中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其作用，包括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制与管理，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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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re playing more and more vi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the NGOs obtained a great success, that is they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From the concep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ICC, to the agreement drafting and negotiations, to the adoption and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tatute ” , the NGOs Coalition for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ICC) and other NGO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ICC procedure, the NGOs also can act as information providers, the friends of the court (amicus curia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victim and witness, and supervisors. The ICC has recognized the NGOs’ role offi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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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政府组织的这种谘商地位对于建立其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声誉，增强其可信度极为有利。

[②] 参见张胜军教授在2006年2月3－4日在北京举办的“关注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系列论坛”上的发言“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③] 其后，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努力，始于半个世纪前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任职的法国法官亨利&#8226;&#8226;唐奈多&#8226;迪&#8226;法布莱斯在1947年的一个提议。

[④] 有13个国家签署这一条约，但仅印度一国批准。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同时参见李世光、刘大群、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上册，2006年版，第5页。

[⑤] 这些组织的指导思想、活动范围、成员人数、力量大小等差异极大，其中约300个非政府组织来自亚洲。

[⑥] 非政府组织在罗马外交大会上被允许参加全体会议和公开的工作组会议，而不能参加非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往往是国家之间进行谈判、达成妥协和广泛的协议的政治场合。

[⑦] Zoe Pears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hanging Landscapes of International Law, 39 Cornell Int’L.J. 243.266. 联盟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也延续到罗马外交大会以后，这种成功的合作甚至被称为“新式外交”，或者“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一种典范。当然，在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并不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做得很好，往往是规模较大和历史悠久的组织在此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⑧] 在许多问题上，一些成员国的国家代表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⑨] 这个结果当然应归功于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首先是《规约》批准国自身的利益的需要，其次是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和加拿大等缔约国在促进《规约》的广泛批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⑩] 如对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The prosecutor v. Thomas Lubanga Dyilo一案的检察官战略发表的批评意见。参见：Elizabeth J.Rushing, Updat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14NO.1 Hum.Rts.Brief 38.

[11]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ow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an contribute to the prosecution of war criminals，www.globalpolicy.org/ngos/role/campaign/ciccindex.htm - 16k，2007年1月10日访问。

[12] 根据《罗马规约》第15、54和64条的规定，法院在调查和审理案件中，可以向非政府组织提出了解情况的请求，而缔约国应使这些组织按照请求提供有关的情况，甚至是作证。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情况例外，根据国际习惯法，它具有不作证的权利。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据规则》第73条规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得到的信息为特权信息，对这些信息除非有特别情况，不得予以披露。参见凯特·麦金托什著，卢有学译：《论人道组织与国际法庭之间的合作》，朱文奇主编：《国际人道法文选2004》，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9页以下。

[13] 也应当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

[14] 关于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参见赵海峰等著：《国际司法制度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以下。

[15] 关于世界市民社会，参见米海依尔·戴尔马斯－马蒂著，罗结珍、郑爱青、赵海峰译，赵海峰校：《世界法的三个挑战》，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16] Evelyn Balais-Serrano：《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亚洲的批准和执行：关注与展望》，谢焱译，2006年2月3－4日在北京举办的“关注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系列论坛”论文集，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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